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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rovincial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ZHOU Min, LI Shuangli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2005-2022 China provincial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y the integrated use of entropy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as on the rise, The former had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 latter presented a spatial pattern of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to the inland area.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from 0.259 to 0.742, being middle high, north-south low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two was mainly high quality coordination, being benign
resonance development trend.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weakened. Low-low agglomeration and high-high agglomeration were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and east China
respectivel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re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study reveal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imbalanc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urban-rural integrati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riv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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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 2005—2022年中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和驱动因素，本研究通过阐述农地流转与城乡

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

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前者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后者呈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逐级

递减的空间格局；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由0.259上升到0.742，呈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且当前两者耦合协调

度以优质协调为主，呈良性共振发展态势；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正相关，研究期内局部空间集聚现象显

著且集聚特征呈减弱趋势，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分别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受多

因子共同驱动。研究揭示了中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

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及推进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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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已成

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破解这一难题

重点在“三农”[1]。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打通城乡

要素流通壁垒、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工商资本下

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规范农地

流转交易市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实现农地适度经

营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

键一环；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是推进农地有序流转的重要动力。因而，科学

认识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驱动

因素，对促进农地流转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协同发展、

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时空

分异、实现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丰硕成果。内涵特征方

面，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城乡差距持续缩小等特征[2]；时空分异方面，

既有研究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县域等

不同尺度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表明我国省域城

乡融合趋势向好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3]；实现路径方

面，已有研究提出以县域为关键切入点[4]并基于城市

优先带动、城乡协同联动和乡村内生驱动三重机

制[5]，提出发展重点应落在微观层面的农村区域系

统[6]。在揭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真实图景的基础上，

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发现数字经济[7]、旅游发展[8]和乡村振兴[9]等因素与城

乡融合发展显著关联。

截至 2023年，我国农地流转规模达到 5.91亿亩

（1亩=1/15 hm2），占家庭承包耕地的 37.76%。大规模

农地流转重塑城乡要素流动格局，农地流转权能完善

能够显著提升农民收入与福利水平[10]、提升农业资本

有机构成[11]，且农地流转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推

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提高城镇化率[12]。农地

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在重塑城乡关系中具有共同的

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虽然，目前探讨农地流转与城

乡融合发展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部分学者已开始

关注农地流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首先，农地流

转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能增强农民工住房改善能力、提

高其市民化意愿，从而促进城乡人口融合[13]。其次，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推动了土地要素与劳动

力要素在农业农村中的双向流动，提高了城乡空间融

合度[12]。再次，农地流转增加了农村家庭的非农收

入[14]，缩小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建设滞后问题，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

城乡的经济与社会融合。最后，农地流转能够加强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15]，促进城乡生态融合。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农地流转和城乡融合发展分

别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且

局限于农地流转单向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与因果检验。基于耦合协调视角，探讨农地流转与城

乡融合发展间相互促进与交互赋能的研究鲜有报道。

此外，大多研究将农地流转作为城乡人口、经济、社会

等城乡单一维度融合发展的前置条件，仅少量研究将

农地流转作为实现城乡多维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鉴于此，本研究在厘清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 2005—2022年我国省域农

地流转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并采用地理探

测器探讨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以期为进一

步推动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科学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展现出明显的吸附

性特征，逐利行为使得良性资源过多向城市汇集[16]，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凸显。马克思

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中，城乡融合的最终目标是打

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

生[17]，解决由于权力、资本、社会关系等要素流动受阻

而引发的城乡空间失序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人口、经

济、空间、社会、生态的深度融合。农地作为农业的重

要生产资料和农户的重要家庭财产，农地流转提高了

土地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农业比较收益，

同时农户通过流转家庭承包地经营权实现土地资产

功能，扩宽了农户财产性收入渠道，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分配差距。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

配置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反之，城乡融合发

展下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和乡村本土人才回流就

业创业为农地流转市场提供了有效供需。综上，农地

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交互赋能，两者耦合协调

发展对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具有积极意义（图1）。

农地流转在经济、人口、社会、生态多维层面赋能

城乡融合发展。经济层面上，农地流转有助于优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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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素配置、推进农地适度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以及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人口层面上，农地流转增强了人口城乡流动活跃性以

及人口流动方向的城乡逆转，同时，大规模农地流转下

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使乡村本土人才回流就业创

业，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18]，实

现人口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促进城乡人口融

合。社会层面上，农地流转能够改善农村社会生态系

统中行动者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提升农村集体行动

能力[19]，进而增强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

性，提升农村基础设施覆盖率，促进城乡社会融合。生

态层面上，农地流转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少农药

化肥投入使用量[20]，提升农户绿色技术行为采纳意愿，

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此

外，农地流转间接提升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农

业比较收益、降低了城乡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有利于

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以及推动农业生态保护区和

生态农业园区建设，提高垃圾、污水、废渣处理效能，促

进城乡生态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强化农地资产属性、促进乡村

三产融合发展、激励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推动城市工

商资本下乡等赋能农地流转。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强

化农地资产属性，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农地资源

属性强调土地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城乡融合发展降

低了农户转移市民化门槛，弱化了农户依赖农地资源

属性的维持生计需求，提高了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即

通过流转家庭承包地经营权实现土地资产价值。第

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地

流转市场农地转入需求。城乡融合发展纾解了城乡

路、桥、电、燃气、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问题，为乡

村三产融合发展营造了物质条件，促进当地农民与本

地产业发展的结合以及产业的纵向延伸，反向推进农

地流转规模与进程。第三，城乡融合发展激励乡村本

土人才回流，为农地规模流转提供新生动力。城乡融

合发展弥合城乡在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公共服务等

方面的发展差距，优化了乡村本土人才回流环境，乡

村本土人才洞悉乡村内部的生计模式、关系网络及运

行逻辑[21]，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具有天然优势，能够通

过农地转入发展实现就业创业。

1.2 指标体系构建

已有研究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上尚未达成共识，常见的两种包括：一是基于水平

多维综合评价，从多维层面综合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22]；二是基于垂直发展趋势，强调城乡互动过程[23]。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从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势性与趋势

性，选取反映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综合性一级指标，以

及体现城乡互动及城乡差异的对比性二级指标。同

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等相关内容，从人口、经济、社会、空

间与生态 5个维度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表1）。

关于农地流转水平的测算，参考匡远配等[24]的研

究，农地流转水平采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与家

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比值表征。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有效对数据进行客观赋权，排除主观

性的干扰，较为真实地反映指标真实情况。本研究选

择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25]，并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

图1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机理

Figure 1 Coupling mechanism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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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公式如下：

Pi =∑
i = 1

n

Wj × Zij （1）
式中：Pi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Wj为第 j项指标权

重；Z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评价值。

1.3.2 耦合协调测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分析两个及以上系统整体协

调发展水平的评价工具，目前主要应用于农业[26]、新

型城镇化[27]等领域。其中，耦合度表示诸系统间相互

依赖与相互制约程度，协调度反映协调质量。农地流

转和城乡融合发展是存在相互影响的两个系统，为准

确评估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程度，适宜采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间的相互影

响进行量化分析，公式如下：

C = 2 U1 × U2
U1 + U2

（2）
T = αU1 + βU2 （3）
D = C × T （4）

式中：U1、U2分别为农地流转率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指数；C代表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度，其

值介于 0~1之间。当 C值越趋近于 1，表明两者之间

呈现出的状态越有序，两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

度越高。T为协调度，α、β代表两个系统的权重，考虑

到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在耦合协调系统中同等

重要，均赋值为 0.5。耦合协调度以D表示，其值介于

0~1之间。D值越接近 1，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

促进与和谐发展程度越高。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28]，

划分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等级（表2）。

1.3.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

部空间自相关[29]。全局空间自相关能够描述所有的

表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空间融合

生态融合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人口集聚度

非农就业比例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消费差距

经济水平

产业发展

城乡恩格尔系数

失业保障

医疗水平

娱乐生活

养老保障

土地城镇化水平

城市空间扩张

交通网密度

信息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

废物处理

测算方法
Measurement method

年末城镇人口/总人口（%）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一产从业人员（%）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人均GDP（万元）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城乡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

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比（%）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土地总面积（%）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人均绿地面积（m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

指标属性
Attribute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2 Coupling leve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耦合度

Degree of
coupling
[0，0.3）

[0.3，0.6）
[0.6，0.8）
[0.8，1]

耦合的等级
Coupling level

低水平耦合阶段

拮抗阶段

磨合阶段

高水平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0，0.5）

[0.5，0.6）
[0.6，0.7）
[0.7，1]

协调等级
Coordination

level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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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单元在整个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平均关联程度。

局部空间自相关可以描述分析区域内各个空间对象

与其邻域对象间的空间相关程度，分析空间对象分布

中所存在的局部特征差异。本研究通过计算 30 个

省份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

兰指数与局部莫兰指数，探讨两者耦合协调度的空

间依赖程度。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基于地理要素差异，探测造成区域

内部空间分异影响因子的统计方法[30]。本研究采用

因子探测器分析不同因素对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

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公式如下：

q = 1− 1
Nσ2∑

K = 1

L

Nhσ2
h （5）

式中：q为解释力，范围[0，1]，q值越大，说明探测因子

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越

大，反之越小；Nh为探测区域的样本数量；σ2
h为探测

区域的方差。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2005—2022年我国 30个省份（因数据

缺失，不包含港澳台及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

样本，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等统计资料。个别缺

失值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

2.1.1 农地流转的时空分异

从全国范围看（图 2），研究期内我国农地流转水

平呈上升趋势，农地流转率均值从 2005 年的 6.10%
增至 2022 年的 38.90%，年平均增长 1.93%。农地流

转水平在省域层面差异显著，空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

布格局。从省域层面看，2005年农地流转率排名前

三的是上海、广东和浙江，排名后三位的是山东、内蒙

古、青海。可能的原因是，上海、广东和浙江经济发达

且均是粮食主销区，户均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较小，无

法维持或改善农户家庭生计水平，而快速发展的民营

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充足就业岗位，为农地

图2 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

Figure 2 Level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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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2013年全国农地流转率均值

达到了 26.00%，除海南省外其他省市农地流转率均

超过 10%，其中，上海农地流转率最高，达到 65.80%，

约是海南省的 12倍。2022年全国农地流转率均值上

升至 38.90%，山东、江西、新疆农地流转率增长速度

最快，分别为 2013年的 2.737、2.537、2.478倍，值得注

意的是，贵州、海南、河南、云南 4省农地流转率相比

上一期出现负增长，可能的原因是贵州、云南、海南高

原山地居多且民营经济发展缓慢，不利于农地大规模

流转。基于上述结果，针对农地流转出现倒退的省

份，应精准识别区域内农地流转现实障碍并采取对症

措施，如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以解决耕种难问题、建

立风险防范制度以保障流转双方权益、采取分级审查

审核以严防“非粮化”“非农化”等，从而推动区域农地

有序流转。

2.1.2 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

从全国范围看（图 2），研究期内我国城乡融合水

平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城乡

融合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分阶段来

看，2005年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为 0.111，

仅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山东、江苏 7个省份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

是上述省市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早，特别是农村中小企

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快速，从而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2013年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

均值提高至 0.178，但区域间差距进一步扩大，马太效

应凸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呈东部（0.240）>中
部（0.168）>东北（0.146）>西部（0.137），2022年全国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提高至 0.238，形成了东高

西低，从东南沿海向内陆逐级递减的发展态势。可能

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虽快，但受

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影响，其城

乡融合发展依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相较之下，

东部地区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区位优势，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且发挥了一定辐射带动

作用，对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2.2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关系的时空分异

2.2.1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度的时空分异

整体来看（图 3），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

发展耦合度以高水平耦合为主，耦合指数均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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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

Figure 3 Run-in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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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 0.866上升到 2022年的 0.945。具体来看，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省

份由 2005年的 24个提升至 2022年的 28个，表明这些

省份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两系统之间的发展趋势趋

于良性共振耦合阶段。磨合阶段分布省份则由 2005
年的 3个减少至 2022年的 1个，分布地区由原来的宁

夏、广西、江西转移到黑龙江，可能的原因是黑龙江作

为耕地资源大省和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受已有农

业经营体系影响，城乡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路径依

赖”的特征，进而使得两系统耦合关系进入磨合阶段。

拮抗阶段分布省份由 2005年的 3个减少至 2022年 1
个，其中，海南省在研究期内经历了拮抗阶段-磨合

阶段-拮抗阶段的演变过程，表明海南省的农地流转

与城乡融合发展间的耦合关系并不稳定，可能是因为

受自然地理格局、耕地资源禀赋、社会劳动生产率等

因素影响，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高，农地流转市场不

够活跃，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现代化建

设，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而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

发展的协同效应难以持续显现。

2.2.2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

整体来看（图 3），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高、南北低的分布格局。

耦合协调度以优质协调为主，集中分布在西北部、中

部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耦合协调指数由 2005 年

的 0.259 上升到 2022 年的 0.742，濒临失调区域不断

缩小。具体来看，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优质协

调区域持续增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转

变，2022年优质协调省域达到 19 个，其中东部沿海

地区尤为突出，上海、北京、浙江和广东等地耦合协

调度均超过 0.9，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主要得益于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城乡差距较小、

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等优势，使得农地流转与

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了优质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区表

现为从无到多、从多到少的发展趋势，主要分布在云

南、广西、贵州、河北等地。初级协调区域范围变化

不大，但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说明农地流转与城乡

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增速较快，初级协调过渡期较

短。濒临失调区域显著减少，主要分布在海南、山

西、辽宁、吉林，可能的原因是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

与地貌特征等因素影响，海南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

发展速度较缓，而山西、辽宁、吉林等省份受资源型

经济转型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转型升

级等因素的影响，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

协调度相对较低。

2.3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

2.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根据全局自相关结果（表 3），不同时间截面的莫

兰指数均为正值，且 P值通过 5%显著性水平 Z统计

检验。这表明中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

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集聚效应，且空间集聚

效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趋势。

2.3.2 局部自相关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

展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分布格局，本研究利用

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LISA）将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

特征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和不显著五

类（表4）。

整体来看，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减弱，集聚省份由

2005年的 8个减少到 2022年的 7个，且主要分布在东

北以及东部地区。具体来看，低-低集聚省份集中在

东北地区。其中，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在研究期内经

历了低-低集聚、低-高集聚、低-低集聚的演变过程，

可能的原因是，东北地区为粮食主产区，且受人口外

流、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缓

表3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莫兰指数

Table 3 2005-2022 Moran index，Z-value and P-value
项目 Item
莫兰指数

Z值

P值

2005
0.255
2.433
0.007

2007
0.258
2.500
0.012

2010
0.172
1.800
0.050

2013
0.291
2.625
0.009

2016
0.321
2.802
0.007

2019
0.271
2.471
0.013

2022
0.227
2.151
0.017

表4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each province
模式Mode
高-高集聚

高-低集聚

低-高集聚

低-低集聚

2005年

江苏、上海、福建

新疆

海南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

2013年

四川、江苏

—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

2022年

江西

—

江苏、福建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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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削弱了高值区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逐步演

变为低-高集聚区，在城乡融合政策推进过程中，实

施效果有待提升，再次处于低-低集聚区。高-高集

聚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

区经济发达、城乡差距小、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农地流

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具有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因而形成了高-
高集聚区。

2.4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

2.4.1 驱动因子选择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31-32]，并结合农地流转与城乡

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现状，选取人均GDP（X1）、

城乡收入差距（X2）、土地城镇化率（X3）、复种指数

（X4）、非农就业比例（X5）、财政支出（X6）、科技支出

（X7）、涉农支出（X8）、农业机械化水平（X9）、产业结

构（X10）作为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

驱动因子。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来表征；复种指数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的

比值测算；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

灌溉面积的比值测算；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与

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的比值来测算。

2.4.2 单因子探测结果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印发，从 2013年开始中国农地流转

与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因此，选择研究初期

（2005年）、典型期（2013年）和研究末期（2022年）3期

分析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

的主导驱动因子（图4）。

从整体来看（图 4），2005—2022年财政支出的 q

值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说明财政支出对农地

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先减弱后

增强。城乡收入差距的 q值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力在逐渐减弱。此外，涉农支出与产业结构一直是影

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除了以上因素，人

均GDP、土地城镇化率、复种指数、非农就业比例、科

技支出等因素均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

调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分阶段来看，农地流转与城

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影响力存在阶段

性差异。2005年，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度影响力最大的因子为财政支出和非农就业比

例，土地城镇化率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力相对较

小。2013年，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

度影响力最大的因子转变为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是涉

农支出和产业结构。这表明随着促进农地有序流转

系列政策颁布实施，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人口流动效

应、需求拉动效应、辅助支持效应的日益显现，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成为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

2022年，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影

响力最大的因子为财政支出，涉农支出的影响力也持

续增强，城乡收入差距、非农就业比例的影响力呈减

弱趋势。

2.4.3 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为得出影响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

耦合协调度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强弱，本研究对

2005、2013、2022年各驱动因子进行交互因子探测，

结果如图5所示。

从整体看，研究期内驱动因子交互作用的 q值的

解释力显著高于单因子作用的 q值，呈现双驱动因子

图4 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驱动因子解释力 q值

Figure 4 q value of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driving factor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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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Figure 5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farmland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a）2005年 （b）2013年 （c）2022年

增强效应，表明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5、2013年和 2022年，驱动因子的交互解释力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X10∩X9（0.999）、X8∩X4（0.989）、X10∩
X7（0.988），X7∩X6（1.000）、X6∩X2（0.982）、X9∩X7
（0.982），X6 ∩ X2（1.000）、X9 ∩ X3（0.999）、X6 ∩ X4
（0.998），上述驱动因子的交互解释力均在 95%以上

且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效应，对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

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效果最明显。研究期内驱动因

子的交互解释力最强的因子由X10转变为X6，说明

在初期产业结构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最强，之后财政

支出与其他因子协同交互作用对我国省域农地流转

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逐渐提高。此

外，X2、X9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不断提升，表

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增强了其他

因子对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

度的时空分异的影响。

2.4.4 驱动机制分析

单因子、交互因子探测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涉农

支出、产业结构与科技支出是影响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力，具体来说：

财政支出是提升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度的关键驱动力。一方面，财政支出是提高基本

民生水平、提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民生治理效能

的重要保障，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具有重要

作用；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通过城乡功能区规划、优化

城乡空间结构等推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工业产业

园区、乡村生态观光农业等城乡功能区建设为农村居

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间接提高了农地流转水平，驱动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提升。

涉农支出是提高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度的有力支撑。一方面，涉农资金投入推动本地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百千

万”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从而提升耕地质量，降低农地

破碎化程度，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涉农

贷款可以缓解农民信贷难、信贷风险高等难题，解决

农村资源性资产难以作为正规担保抵押品[33]的实践

困境，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满足城乡发

展多元化金融需求。

产业结构是影响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度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驱动劳动力转型、

绿色技术创新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并最终转化为驱动城乡融

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现代农村产业发展有助于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对促进乡

村本土人才回流、推进大规模农地有序流转、激发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支出是提高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

协调度的保障力量。一方面，科技支出为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提供科技支撑与资金保障，有助于提高土地要

素价格以促使产业向近郊或乡村迁移，发挥乡村地域

多功能空间交互效应；另一方面，科技投入特别是农

业科技投入，有助于推进绿色低碳农业、智慧农业等

发展模式，如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机械深施等高效

施肥技术，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农业规

模化经营与耕地可持续利用，有助于提高农村农业产

业链韧性。因此，科技支出进一步促进了农地流转与

城乡融合发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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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诸多问题的出现，农地流转与

城乡融合发展良性互动作为推动要素流动集聚、优化

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已有研究多聚焦在农

地流转、城乡融合发展单一内容的研究，或把农地流

转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前置条件。本研究创新

性地提出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农地流转赋能城乡经济、人口、社会、生态多维层面融

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强化农地资产属性、促进

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激励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推动城

市工商资本下乡等赋能农地流转，两者的良性互动有

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本

研究在理论阐释基础上，综合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

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刻画了我国省域

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

演变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两者耦合协

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丰富了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

相关研究，为推进农地流转和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同

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本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地流

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该结论

与陈雨生等[12]、徐世江[34]、陈宗楠等[35]关于城乡融合发

展前置性条件和农地流转后效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还发现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水

平是多因子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驱动因子作用强度来

看，财政支出、涉农支出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

响力呈增强趋势，且财政支出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对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也逐渐提高，该结论与

崔树强等[31]提出的社会经济动力与行政统筹动力是

“融城入乡”“以城带乡”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相似。

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与

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驱动因素，但对二者耦

合协调发展驱动机制缺乏深入讨论。此外，考虑资源

禀赋、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等地区差异，省域尺度研究

对测算精度难免产生影响。因此，未来可在优化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

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驱动机制；针对二者耦合协调

空间格局的研究，需要细化研究尺度，以市域、县域为

基本单元，梳理典型区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合发展模

式，深入剖析其耦合协调路径及空间关系，分析影响二

者耦合协调时空异质性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探讨延

长良性共振发展耦合周期的实现路径。

4 结论

（1）2005—2022 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农地流转

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由

东南沿海向内陆逐级递减的空间格局。

（2）2005—2022 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由 0.259 上升到 0.742，呈现中间

高、南北低空间格局，且当前两者耦合协调度以优质

协调为主，呈现出良性共振发展态势。

（3）2005—2022 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

局部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且集聚特征呈减弱趋势，其

中，低-低集聚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高-高集聚

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4）2005—2022 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城乡融

合发展耦合协调度是多因子共同驱动的结果，且各驱

动因子解释力阶段性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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